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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揖内容提要铱 摇 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和不确定性使国际气候政策的协调变得十

分必要。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作用受到国际社会

的普遍重视,但中国学术界对其作用机制的认识仍然有限。 作者借鉴认知共同体理

论,分析了 IPCC 影响国际气候谈判的四个主要路径,即政策创新、政策扩散、政策选

择和政策坚持。 首先,在政策创新层面,IPCC 是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政策合法性来源。
IPCC 的科学性赋予了评估报告的合法性,成为国际气候谈判规范与原则的最高来源,
直接支撑气候谈判。 其次,在政策扩散层面,IPCC 定期发布报告的模式具有累积效

应,这种气候变化知识的传播能力极强,因此保持了气候变化在国际政治议程设置上

的较高排序。 再次,在政策选择层面,特别是 IPCC 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上,IPCC 的评估

报告包括科学评估与政府评估的双重程序,在牺牲了部分科学合法性的同时,IPCC 也

维持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最后,在政策坚持层面,IPCC 与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联

合与互动形成了间接影响国际气候谈判的渠道。 这一渠道强化了国际环境非政府组

织与小岛屿国家等行为体向传统的国际气候谈判格局施压的作用。 当然,IPCC 作为

气候变化的认知共同体,也存在着一些如科学专业精神不足、组织机构运行效率不高

等影响其发挥作用的限制性因素。 因此,IPCC 的作用也是有边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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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13 年 9 月以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先后发布了第五次评估报

告第一工作组、第二工作组和第三工作组报告,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这一机构于

1988 年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建立,秘书处位于

瑞士日内瓦。 其目的是在全面、客观、公开和透明的基础上,评估与理解人为引起的气

候变化、这种变化的潜在影响以及与适应和减缓方案的科学基础有关的科技和社会经

济信息。 自成立以来,IPCC 已发表五次评估报告,为国际气候谈判提供了重要的科技

支撑,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德班平台谈判的授权已经明确指出,第五次报告的结

论将是谈判的重要信息来源。 但如何准确、全面地认识 IPCC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影

响与作用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 一方面,自 1990 年以来,国际气候谈判已演变为冷战

后最重要的多边谈判之一,这显示了 IPCC 对气候谈判的重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国

际气候谈判一波三折,迄今尚未完全达成其目标,这同时也说明 IPCC 对气候谈判的作

用是有限的。 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究竟如何准确认识

IPCC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作用? IPCC 通过哪些途径影响国际气候谈判? IPCC 作为认

知共同体存在着哪些限制其发挥作用的因素? 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摇 国内外现有研究及其不足

国外学者对 IPCC 作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重点集中在三个

领域。 首先,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角度分析 IPCC 的作用。 针对索尼娅·贝姆勒-克

里斯琴森(Sonja Boehmer鄄Christiansen)对 IPCC 的科学性的质疑,理查德·莫斯(Rich鄄

ard H. Moss)总结了 IPCC 的三大作用:一是随着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的变迁,IPCC 一

直保持了科学与政治间的紧密关系,通过交换信息提供了塑造政策的有效机制;二是

IPCC 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基础上对气候变化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进行了描述;三是

在编写评估报告时,IPCC 广泛地吸纳了来自科学共同体内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从而

保证有效的知识能够促进政策的变化。淤 其次,从结构和运行角度剖析 IPCC 的影

响。于 有的欧洲学者认为,IPCC 的科学评估在为环境领域提供咨询和塑造政治决策方

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透视国际环境评估的学习过程,可以发现在一段较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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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科学评估反映了从过去的经验中不断学习的变化过程,这使得 IPCC 有机会

成为在政治决策中更具影响力的机构。淤 与此同时,学者们普遍重视 IPCC 被媒体报

道的篇幅大小及其舆论影响力,认为这是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2007 年以来,

IPCC 的科学性受到损害,其合法性受到质疑,导致了影响力的下降。 很多学者进而提

出必须改革 IPCC 的组织机构和评审过程。于 最后,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 IPCC 在国际

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认知共同体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彼得·哈斯(Peter M. Haas)从建

构主义视角,对 IPCC 如何影响国际环境治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他认为认知共

同体具有一种能够影响政治的可用知识(usable knowledge),这一概念有助于理解认

知共同体理论和传统科学研究的区别。 他还强调了科学共识对政策的重要作用。盂

但他并未从认知共同体理论的角度具体分析 IPCC 对国际气候谈判的影响机制。 他

在建构认知共同体理论时使用的案例主要是全球保护臭氧层问题、地中海环境保护和

欧洲酸雨治理问题等。榆

中国学者从 21 世纪初开始关注 IPCC 对国际气候谈判的影响与作用。 潘家华在

2002 年呼吁加强有关 IPCC 对国际气候谈判影响的研究。 他认为 IPCC 的科学评估已

经成为一种国际政治安排,说明科学对国际政治决策的重要性,也表明各国政府对科

学的依赖和利用。 中国需要参与到 IPCC 之中,才能了解情况,从内部施加影响。 如

果中国不参与 IPCC 的活动、中国的利益在科学评估中得不到反映,国际谈判和协定

条款很可能对中国不利。 科学中的政治,最好还是用科学来回应。 潘家华充分意识到

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对 IPCC 的影响没有做具体的分析。虞 高云、孙颖等

从历史角度就 IPCC 对国际气候谈判的影响做了具体分析。 他们结合 IPCC 四次报告

发表的时间序列,分析了 IPCC 报告与谈判结果之间的关联,认为 IPCC 在国际气候谈

判中作用巨大,促进了各国政府对气候问题的认知与了解。 他们撰写的报告集中从气

候变化的科学角度分析了若干热点问题,如气候变化情景、气候系统的危险水平、未来

减排机制及碳捕获与碳储存等。 他们长期参与 IPCC 的研究工作,使用材料丰富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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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分析具体而细致,但仅从时间序列上展开分析,其因果关系的结论很难令人完全信

服。淤 张晓华、高云等集中讨论了 IPCC 的科学信息在国际气候谈判决策过程中的作

用。 他们认为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需要建立在全面综合的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然后经过国际政治过程得以实现。 IPCC 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 IPCC 能使人们正确

认识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人类认知的局限性。 IPCC 历次评估报告反映出了科学上

的不确定性,而一些结论不确定的范围对谈判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 (2)有助于在

气候变化中综合考量科学、技术、社会和经济因素。 自然科学是基础,减缓气候变化则

需要社会、经济、环境、国家安全之间的密切协调。 (3)IPCC 报告倡导应对气候变化需

要科学基础上的公平与共赢。 他们指出了 IPCC 对气候变化不确定性问题的处理方式及

其对气候变化谈判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但在理论性和系统性方面依然有所欠缺。于

以上文献回顾表明,IPCC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作用确实引人注目,但国内外的相

关研究都缺乏有关 IPCC 影响国际气候谈判的机制和路径的理论研究,系统性不强,

理论凝练不够。 这导致我们容易过分夸大或是缩小 IPCC 对国际气候谈判的影响与

作用,难以有力支撑中国参与 IPCC 的工作及国际气候谈判。 为此,本文借鉴认知共

同体理论就 IPCC 对国际气候谈判的影响与作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为全面理解 IPCC

对国际气候谈判的影响和作用提供一种理论分析框架。

二摇 认知共同体理论的内核

过去,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不愿意使用“共同体冶一词。盂 然而,在国际关系中,确实存

在着各种类型的“共同体冶,特别是在某一特定领域拥有相同知识的“认知共同体冶。榆 彼

·76·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淤

于

盂

榆

高云、孙颖等:《IPCC 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地位和作用》,载王伟光、郑国光主编:《应对气候变

化报告(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5-58 页。
张晓华等:《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主要结论对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业进程的影响分

析》,载《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4 年第 1 期,第 17-18 页。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N. Barnett, “Governing Anarchy: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Study of Secu鄄

rity Communities,冶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 No. 3, 1996, p. 63.
认知共同体理论的相关研究,参见 Peter M. Haas, “Knowledg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鄄

tion,冶 pp. 1-35; Emanuel Adler and Peter M. Haas, “Conclus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World Order, and the
Creation of a Reflective Research Program,冶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1, 1992, pp. 367-390; Toke
Dave,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Environmental Groups,冶 Politics, Vol. 19, Issue 2, 1999, pp. 97-102; Mai蒺a K.
Davis Cross, “Rethinking Epistemic Communities Twenty Years Later,冶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9, Is鄄
sue 1, 2013, pp. 137-160; 孙凯:《国际环境政治中的“认知共同体冶理论评述》,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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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哈斯认为,对认知共同体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国际环境机制中观念的形成和传播,

气候变化中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对于推动国际谈判是至关重要的。淤

(一)认知共同体理论的渊源和概念

20 世纪 60 年代,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伯卡特·豪兹纳(Burkart

Holzner)和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三位学者的努力对于认知共同体概念的形成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早在 1962 年,库恩就“科学共同体冶的概念进行了探讨,将其定

义为一些具有某一学科背景的组织围绕一个共有范式从事科研工作,并且通过一套信

念和方法论标准实现其学术追求。 在社会学领域,豪兹纳于 1968 年成为第一个使用

“认知共同体冶概念的人,而厄恩斯特·哈斯是第一个将这个词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探

讨科学家团体在国际合作中作用的学者。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作为科学家团体的认知共同体曾在全球臭氧层保护、控制欧

洲酸雨以及消减地中海污染物等行动中,盂协助建立了相关国际制度,并且作用显

著,榆因而受到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 随后,约翰·鲁杰(John Ruggie)、伊曼纽尔·阿

德勒(Emanuel Adler)和彼得·哈斯使“认知共同体冶这一理论广为人知。虞 70 年代

初,约翰·鲁杰指出认知共同体是指国际制度化的认识层次,它是建立在一种认知的

相互联系之上的。愚 但是,鲁杰并没有清晰界定认知共同体的概念。 直到 1992 年,

《国际组织》杂志组织了一期关于认知共同体的特刊。舆 彼得·哈斯等人系统建构了

认知共同体理论,进而有力推动了这一理论的研究议程。 目前,在国际环境政治领

域,认知共同体理论已成为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

什么是认知共同体? 一个被普遍引用的概念是,认知共同体是指专业人士借助

于他们的专业知识劝服他者,并且形成带有共有因果信念( shared causal beliefs)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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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蒺a K. Davis Cross, “Rethinking Epistemic Communities Twenty Years Later,冶 p. 141.
参见 John Ruggie, “Collective Goods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冶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6, No. 3, 1972, pp. 874-893。
在 1992 年的《国际组织》特刊中,彼得·哈斯独立撰写了导论,并且与伊曼纽尔·阿德勒共同完成了结

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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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标的专家网络。淤 彼得·哈斯强调,“认知共同体冶可以由来自于不同学科

的,但通常拥有如下共同点的一批专家组成:(1)共同的原则理念。 这些理念为共

同体的成员实施社会行动提供了规范价值。 (2)共同的因果信念。 这些信念和专

业判断对行为的原因给予分析和解释。 (3)共同的合法性理念。 这种理念用于证

实知识的合法性,并且确立主体间内部的评价标准。 (4)共同的政策规划。 这种规

划针对必须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一套共同的实践活动,进而促成人类福祉的维

护与实现。

成为认知共同体除了行为体应兼具分享因果关系、原则信念和利益的特点之外,
这一组织还应该是共识性的。于 迈亚·克罗斯(Mai蒺a K. Davis Cross)盂认为理解认知

共同体理论的三大特点,有助于跨国治理的进一步研究:首先,这些类型的行为体在全

球化的世界里变得日益重要。 它们不光影响各国政府,而且也影响拥有决策力的其他

非国家行为体。 认知共同体是理解这些跨国治理趋势的前沿,并且它们是一股主要势

力,因为知识可以转换为力量。 其次,我们必须注意认知共同体的内部动力,这样才能

理解它的优缺点。 对认知共同体的理解不是简单地指出其存在与否,而是评估其影响

力的大小。 组织的内聚力( internally cohesive)越强,其成就政策结果的影响力就越

大。 最后,认知共同体的理论框架有利于解释政治权力与专家网络之间的关系。 政府

与认知共同体经常是相互作用的(synergistic),而认知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是专家网络

的专业精神,其成员在他们所专长的领域中,对社会或自然现象之因果关系有共同的

认知和理解,并且通常带有一些规范性理念,如在一个领域中采取何种行动能够为人

类谋福利等方面,都持有相同的看法。 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认知共同体,通常是基于

共有知识而深入到跨国治理之中的。榆 它所提供的是基于专业判断和知识的公正客

观的专家意见,而不是政治指令。虞 根据彼得·哈斯的看法,全球环境政治中存在着

一个“认知共同体冶,它就是 IPCC,该组织就气候变化的原因和潜在影响提出具有共识

性的观点。愚 这一机构通过总结和评估已有知识、发表评估报告和特别报告对国际气

候谈判施加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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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知共同体的影响机制

众所周知,科学认知对规范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认知共同体的作用在

于,在国际环境机制中,它以提供专业知识塑造观念并且传播规范的方式,成为国际政

治中一支重要的规范力量。淤 此外,由于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理论问题是如何解决共同

期待,这种共同期待既来源于诠释性的政治与文化结构,同时也来自于热衷定义和修

改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和行动之中,于而这也是认知共同体理论所关注的核心。 在国际

关系理论中,认知共同体理论被归入弱认知主义,认为其理论逻辑是科学知识塑造国

家利益的认知,进而形成国家间合作的需求并建立国际机制。盂

具体而言,认知共同体理论认为决策过程榆中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使得政策制定

者必须求助于认知共同体的帮助。虞 观念塑造政策,行为体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行为的

塑造是通过信仰体系、行动纲领和认知线路图完成的。愚 阿德勒和哈斯认为,在影响

机制方面,一个认知共同体对国际合作中的国家决策的影响是通过政策创新、政策扩

散、政策选择和政策坚持四个过程舆实现的。

第一,政策创新。 认知共同体成员在其共同体内形成政策目标和决定问题框架

(涉及国家利益),这标志着所有认知共同体成员第一阶段的交流。 共识性的知识可

能会引发政策协调和更为综合性政策的出台。 认知共同体有一种改变行为体认知和

形成集体应对的能力,这一点在应对环境污染方面尤为突出。

第二,政策扩散。 认知共同体成员积极参与国家和跨国水平上的信息交换和共

享。 一旦认知共同体成员在共同体内形成某一个问题的框架,并扩散观念,他们会将

建议传递给参加政策选择的决策者。 认知共同体在行为体的政策协调方面,通常扮演

直接与间接两种角色:如果影响的是不同国家的机构,非正式的政策趋同就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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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主要行为体接受,认知共同体的影响便是非常直接的。
第三,政策选择。 认知共同体所提供的政策是其认为决策者应该选择的政策。 认

知共同体通过自身的能力提出政策建议,并且加速政策选择过程。 在高度技术性和复

杂的问题领域,通过自身在知识上的权威,认知共同体成员影响和说服决策者接受他

们的特定政策建议,并且往往形成一种跨国力量联合,这种政治联盟有助于其观念向

各种行为体扩散。
第四,政策坚持。 一旦观念、信条和目标机制化,便有助于维持认知共同体的可信

性和权威性,进而成为维持其影响力的手段,因此认知共同体会不懈努力实现这一目

标。 当认知共同体失去共识,它的权威性就会下降,与此同时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力

也必然下降。淤

三摇 IPCC 作为认知共同体对国际气候谈判的影响路径

从认知共同体理论出发,IPCC 对国际气候谈判的影响路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政策创新:IPCC 是气候变化政策合法性的来源

首先,IPCC 的科学性赋予了评估报告合法性。 这种由科学知识塑造的合法性,是
产生国际气候谈判规范与原则的最高来源,不仅直接支撑气候谈判,而且决定谈判的

内容。 这些规范与原则有利于建立更加公平、透明的全球环境治理。 迄今为止,在
IPCC 所发布的五次评估报告中,数千名科学家参与其中,对相关科学研究进行回顾,
总结和评估已有知识。 此外,IPCC 还在其认为有必要提供独立的科学信息和咨询的

情况下,撰写关于某些主题的特别报告和技术报告,并通过其有关《国家温室气体清

单》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提供支持。 这个政府间组织的任务是

对有关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已有科学知识以及减缓和适应措施进行总结

和评估。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等学者认为在国际社会采纳具体行动

建议之前,需要大规模的科学评估,才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于

评估过程由三个工作组负责:第一工作组主要评估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的地球物

理学问题,第二工作组主要评估在气候变化情况下社会经济体系和自然系统的脆弱

性、由此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第三工作组主要评估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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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气候变化的选择方案。 IPCC 的评估报告和特别报告涵盖了众多学科,旨在履行

IPCC 评估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的职责,帮助决策者了解气候变化的相关科学知

识。淤 IPCC 并不开展研究、不运行模型、也不做气候或天气现象的测量,它的作用是评

估关于了解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未来风险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案的

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文献。于

其次,只有在 IPCC 界定了气候变化的问题维度之后,才能衍生出国家利益的博

弈。 换言之,IPCC 的评估报告被作为国际气候谈判中利益角逐的前提条件。 1990 年

IPCC 第一份评估报告的显著贡献是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形成,之后

的报告塑造了针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辩论。 IPCC 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已引起了从政策制

定者到企业家、民众和媒体的极大关注。 在所有联合国气候公约会议之初,IPCC 主席

均被邀请做科学情况介绍。 联合国秘书长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也会引用 IPCC 的研

究结果。盂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气候变化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了 IPCC

的报告并不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 这也成为 IPCC 在政策创新上的一大缺陷。 为了

保障其合法性,IPCC 一直拒绝承认追求科学共识,形成了所谓的“共识困境冶。 也正

是由于这一原因使其失去了政策创新的动力。 彼得·哈斯认为,由于 IPCC 对于未

来 20 年气候变化将造成的影响并没有达成自信的共识,使得将 IPCC 对这一议题的

理解转化为直接行动的政策变得困难。 他认为对于制定明确的公共政策来说,该领

域中科学共识性的程度还不够。 对于存在的风险有共识,但对于这些风险在何时何

地发生的共识度不高,这使得基于他们的理解来制定明确的政策变得困难。榆 如果

未来的科学进步能够给予 IPCC 更多的共识自信,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必然会发生

重大转变。 尽管如此,德班平台谈判明确要求将第五次评估报告的结论作为未来谈

判的重要信息来源,进一步显示国际社会对 IPCC 为国际气候谈判提供合法性的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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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2014 年第 8 期

(二)政策扩散:IPCC 定期报告的累积效应是气候变化议程设置的动力

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罗伯特·基欧汉与斯蒂芬·克拉斯纳

(Stephen Krasner)等认为全球化是由于人口快速增长、交通和通讯技术高速发展、各

种国际组织广泛出现而产生的。 这种进程的主要后果是全球化互动的普遍增强以及

有关个人、国家和组织的国际社会的形成。淤 这意味着,国际关系当中的主要行为体

也要学习国际规范、调整国家偏好,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改变自身政策来减轻其所付出

的代价。 这些国家行为体能够通过建立制度上的安排消除一些不良的隐患,或是促进

信息的运用。于 IPCC 的成员都是知名科学家,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并且一些科

学家还致力于跨国水平上的信息交流。 他们通常会在国际、国内两个维度传播科学发

现和相应的政策建议,并且加速政策选择过程。 例如 1990 年,IPCC 第一次对气候变

化科学进行了评估,而两年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就“预防原则冶达成了国际共

识。盂 IPCC 在政策扩散中的观念性作用和累积性效应成为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的两大

特征:

第一,在国际气候谈判的互动中,IPCC 的定期报告有利于促进国际政策变迁,通

过科学话语塑造谈判方的认知变化。 决策过程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因此各国政府

都需要 IPCC 的政策建议。 与此同时,由于国际环境治理趋于多层次化并且日益复

杂,在科学与政策互动中,因果性知识有可能产生政策调整或是诱发更为综合性的政

策出台。榆 毫无疑问,IPCC 在创设强力有效的国际机制以及帮助政府厘清国家利益等

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理解国际环境问题中的环境安全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

也实现了良好的、观念上的推动作用。 因此,认知共同体理论扩展了政策转移的研究,

特别体现在政策扩散、政策学习和教训借鉴等方面。虞

从政策扩散上看,2009 年哥本哈根会议的每一个国家领导人或政府谈判代表

都清楚一个谈判的基础,即 IPCC 的研究“附件一冶中规定:工业化国家 2020 年的排

放水平比 1990 年减少 25% -40% ,2050 年的排放水平比 1990 年减少 80%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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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哥本哈根协议》的争议中他们也承认许多 IPCC 的调查结果,如需要控制温

升低于 2益 ;非洲作物的产量到 2020 年将下降约 50% (未经证实),非洲代表急需

资金以便适应这一变化。 此外,IPCC 评估报告的作者,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科学家,在参与 IPCC 研究的过程中,通过与其他学者的合作以及建立科学网络而

获益。淤

第二,作为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信息来源,IPCC 的定期报告具有累积效应,其极

强的气候变化信息号召力塑造了强大的全球舆论,为推动气候谈判的政策协调创造全

球背景,成为全球气候变化议程设置的动力。 科学知识的进步将会持续塑造对全球问

题的认识,提供不同形式的解决方法,并以此保障气候变化在全球政治中的较高议程

排序。于 IPCC 每份报告的发表都会引起全球媒体的注意,其巨大的媒体影响力是一般

认知共同体所不具备的。 这是由两方面原因决定的:一是认知共同体在唤起责任方面

具有很强的能力;二是普通民众对全球变暖问题日益关注,希望获得相应的权威信息。
加之凭借在环境政治领域所拥有的至高合法性,IPCC 定期发布报告的模式容易引起

媒体、民众的重视。 因此,这种精英和专家的知识受到全球媒体的大量转载和宣传。
2013 年 11 月,笔者使用 IPCC 作为检索词,发现仅在谷歌中的中文词条就多达 420 多

万个。 IPCC 的规范传播能力使得它所倡导的科学知识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传遍全球。
可以说,理解 IPCC 是理解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 与此同时,在气候变化这个高

度技术性的复杂问题领域中,IPCC 是一支主要的话语力量,他们拥有知识上的权威和

运用各种媒介向决策者扩散所持有的特定政策建议的能力。
(三)政策选择:IPCC 的政治化与机制化是政治与科学互动的结果

认知共同体理论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阿德勒认为,“在历史过程的任何节点,
国际行为体都会受到外在物质世界和社会的影响而产生相关的共同理解,政治选择过

程的进化性变革因此受到影响冶。盂 IPCC 作为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认知共同体,体现了

知识与权力间的复杂关系。榆 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理解 IPCC 在谈判中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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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h B. Pralle, “Agenda鄄setting and Climate Change,冶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18, No. 5, 2009, p. 783.
Emanuel Adler, “Cognitive Evolution: A Dynamic Approach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ir Progress,冶 in Emanuel Adler and Beverly Crawford, eds. , Progress in Post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47.

吕晓莉和缪金盟指出,IPCC 的局限性体现在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和程序执行上的不严谨。 他们认为

IPCC 是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国家的国际组织,而且其工作职责在于客观公正地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科学评估。 但

在现实的运作中,IPCC 并没有摆脱国际政治因素的制约,从其评估报告中的很多内容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科学冶
背后的国家利益诉求。 参见吕晓莉、缪金盟:《IPCC 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研究》,载《国际论坛》,2011 年

第 6 期,第 34-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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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厘清知识作用于权力的方式以及国家行为体利用科学知识在气候谈判中维护国家

利益的行为。

一方面,IPCC 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体现在维持评审中各国政府的参与和审核评估

报告之中,在牺牲部分科学性的同时维持了政治影响力。 彼得·哈斯认为认知共同体

必须获得政治权力,并且成为官僚配置中的一部分,才能影响机制形成和实施的过程。

哈斯同样认为如果机制中缺乏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合作,亦容易导致机制的失

败。淤 大多数观察家认为,IPCC 评估报告的工作主要是根据尽职调查的科学标准进行

的。 然而,托马斯·伯诺尔(Thomas Bernauer)认为《综合报告》以及《决策者摘要》也

会受到政治的影响,因为委员会由来自所有成员国的政府代表组成,最终需要得到他

们的采纳。 《决策者摘要》的措辞(并非工作组详细报告的内容)需要经过各国政府的

一些政治磋商。 不过,迄今为止,各国政府并不愿出于政治目的修改科学评估得出的

主要结论。于

另一方面,在各国政府的气候谈判中,IPCC 的评估报告也充当了辩护立场的工

具。盂 彼得·哈斯认为对于国家行为体来说,控制知识与信息是权力的一个重要维

度。榆 可以看出,这样的一种评审环节使得各国政府能够参与到 IPCC 的报告之中,调

和了超国家科学权威和主权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维护了 IPCC 作为气候变化议

程中的科学合法性来源,避免了科学共识的分化。 同样,主权国家通过 IPCC 报告的

磋商所采纳的报告,成为其后气候谈判的基石。 潘家华认为在 IPCC《关于减缓气候变

化社会经济分析评估报告》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科学冶的成分中所体现的国家利益内

容以及国际政治妥协下的科学“平衡冶。虞 IPCC 所体现的政治与科学间的关系,参见

图 1。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机制的过程被规范性和因果信念塑造,决策者持有的信念体

系的变化可以触发政策的变化。 因此,理性主义对国际制度所提供的解释(新自由

主义或现实主义)是不完整的,需要补充,决策者的身份、偏好由重点是“知识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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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pp. 150-152.
托马斯·伯诺尔、莉娜·谢弗:《气候变化治理》,载《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 期,

第 12-15 页。
Kameyama Yasuko, “The IPCC: Its Roles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and Domestic Decision鄄making on

Climate Change Policies,冶 in Norichika Kanie and Peter M. Haas, eds. , Emerging Forces in Environmental Gov鄄
ernanc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9.

Peter M. Haas,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冶 p. 2.
潘家华:《国家利益的科学论争与国际政治妥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2 期,第 55 页。



图 1摇 IPCC 的政治、科学流程层次淤

的方式构成。于 由此可见,IPCC 数千名科学家对相关科学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和评

估已有知识的方式并不直接作用于国际气候谈判。 然而,无论是利益集团施压还是

国际气候谈判,IPCC 都是谈判中的合法援引来源,并且通过专家网络影响政策的协

调与制定。 在建构国际环境规范方面,IPCC 的巨大影响力是任何其他行为体都不可

比拟的。

(四)政策坚持:IPCC 与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联合体现了二者的道德维度

众所周知,在气候变化领域,一直存在长期对峙的两派:气候变暖派和质疑

者。 因此,IPCC 与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彼此呼应与联合使得气候变化政策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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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大量建立。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国际科学学会联合理事会( ICSU)、国际环境

和发展研究所(IIED)、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等都是著名的环境非政府组织。

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不仅是响应政府,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公民普遍环境意识的成长

和成熟,增进了社会机构、团体和相关领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扩展了环境危机的解决

途径,促进了政府、教育和社会等方面新机制的建立。 它们起到了政府无法替代的作

用,如果没有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运动,可以说,就没有当前西方的环保成就。淤 今

天,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已扩展至全球。

IPCC 与众多著名环境非政府组织关系密切,甚至形成某种联合。于 这些跨国非政

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选购冶提出问题的最佳途径,并且寻找可以施加压力的杠杆支

点。盂 这种跨国行为体的结合对国际环境政治具有深远的影响,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

两点:

第一,IPCC 通过联合环境非政府组织,形成了间接影响国际气候谈判的渠道。

这会加剧全球的权力关系与全球化道德责任之间的矛盾,通过非政府组织的权

力,对国际气候谈判施加压力。榆 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E. Keck)和凯瑟琳·

辛金克(Kathryn Sikkink)认为由科学家和专家组成的网络,经常会与一些“活动

家冶结合起来,这些活动家的形成主要是以道德理念和价值观为核心。 她们认为

推动这些组织发展的动因是:(1)产生了关于环境和发展之间的新观念;(2)出现

了更多组织和新的通信技术;(3)有了影响关注环境问题的新国际机构或是改变

以前机构的机会。虞 IPCC 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也促进了诸多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

展,使其在国际环境政治的诸多领域异常活跃。 这些环境非政府组织就一系列错

综复杂的问题所开展的活动,加强了已有的国际规范和规则,并且施加压力促进

机制的形成。愚 这些组织在制度框架下监督与强化了国际合作,改变了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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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M. Haas,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冶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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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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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Policies,冶 in Norichika Kanie and Peter M. Haas, eds. , Emerging Forces in Environmental Gov鄄
ernance, 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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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问题的看法,提升了其环境保护意识,在国际规范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环

境倡议网络。 总之,IPCC 通过联合环境非政府组织形成了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

渠道。

第二,在政策坚持方面,IPCC 的评估报告确定人为因素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

要原因的这一结论本身就带有很强的道德维度。 因此,环境非政府组织与 IPCC 在

国际责任维护上具有强烈的道德共识。 对 IPCC 合法性的极力维护体现了两者的

休戚相关,也避免了国际气候谈判失去科学指引。 虽然国际组织不是通过民主选

举而产生的,但它们有时可以通过直接对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施加改变政策的压力

以及间接地改变大众有关政府和企业应该怎么做的认识,从而推动新规范的产生。

此外,从权力源泉的角度来看,这些新型的团体一般都不具有很多硬权力,淤IPCC

与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联合无疑提升了彼此的软权力,增强了其政策建议的吸

引力。

此外,针对 IPCC 第四次报告的争议问题,众多知名环境非政府组织都积极维

护 IPCC 的科学权威,充分证明了 IPCC 与这些组织间的密切关系。 国际科学学会

联合理事会( ICSU)认为在科学知识对于未来发展的作用等问题上,尽管存在一些

错误,但是 IPCC 的研究反映了当前科学的集体水平,而且错误内容与整个报告的

篇幅相比是细小的、可以修改的,因而科学阴谋论和对科学家的人身攻击都是不可

接受的。 承认科学过程有限性的同时,应更多地、建设性地支持 IPCC 的工作。于 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公开支持 IPCC 的研究,并且呼吁国际社会找出解决气候变化

问题的方法。盂 而绿色和平组织对 IPCC 地位的维护措施是发表题为《应对质疑》

的报告,报告介绍了 20 年来气候变暖质疑者对气候科学、科学家和 IPCC 有组织的

攻击,并对相关行业和跨国公司进行抨击。榆 此外,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也对 IPCC

的评估报告积极进行维护。虞 为了在全球赢得更为广泛的参与和理解,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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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视收集和提供信息,并且事实证明,这些组织非常重视 IPCC 作为信息来源

的重要性。

表 1摇 IPCC 争议事件淤

事件 争议原因

1. 喜马拉雅冰川 2035 年融化 非基于大量科学经验

2. 亚马孙森林的减少 没有进行区域层面的匿名评审

3. 北非作物产量下降 过度简化为气候变化因素导致

4. 全球极端天气事件 部分引用材料,结论偏颇

5. 55%荷兰领土在海平面高度以下 荷兰官方认为计算手段不佳

6. 安第斯山脉、阿尔卑斯山和非洲的山顶冰盖减少 引用材料是未经过匿名评审的文章

7. 印度甲烷争议 使用数据陈旧

8. IPCC 与“气候门冶 科学家操纵气候数据

摇 摇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纵观这种联合形式,IPCC 作为跨国科学组织间接对国际气候谈判产生了影响,并
且提供了一种环境政治变革的机制。 IPCC 的影响力是潜在权力、引导力的结合,相应

地,环境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壮大的根本是科学知识赋予的合法性,因此环境非政府

组织对于 IPCC 所犯错误的态度往往是宽容的。 同时在错综复杂的全球网络中,IPCC
承载一些观念并对这些观念进行重新架构,将其注入政策争论之中,施加压力以促进

机制的形成,从而加强了已有的国际规范和规则。于 IPCC 在政策坚持方面的努力也体

现在与气候怀疑者之间 20 年的不断斗争之中。盂

四摇 IPCC 作为认知共同体所面临的制约因素

气候变化中的科学不确定性问题导致了 IPCC 政策创新的困境。 除此之外,一
般意义上的认知共同体还有其他一些特别明显的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其内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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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内聚力的核心要素是其专业精神。 迈亚·克罗斯认为认知共同体内部动力是

识别其优缺点的关键,认知共同体的影响力大小也取决于这个因素。 组织的内聚力

越强,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就越大。 专业精神的下降将会影响认知共同体的解释能

力,进而危及其规范影响力。 因此对 IPCC 而言,制约其影响力大小的因素可以归纳

为以下两点:
第一,专业精神的高低。 认知共同体的规范影响力和合法性受到自身专业精神的

影响,专业精神越高,影响力越大,反之亦然。 近年来,IPCC 由于受到一系列事件的困

扰,科学性受到质疑,进而影响力有所下降。 其中,争议较大的是“冰川门冶丑闻。 有

关喜马拉雅冰川将在 2035 年完全消融的表述未经同行评审,直接引自一名印度科学

家 1999 年接受《新科学家》周刊的采访内容。 IPCC 最后承认喜马拉雅冰川可能在

2035 年完全融化的结论是不准确的。 但这一表述引起不少环保人士及一些国家政府

的担忧,并成为丹麦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场内外的热议话题,并且这一事

件引发了人们对 IPCC 科学性的质疑。
2009 年年底哥本哈根会议期间爆出气候变化数据作假丑闻和 2011 年的《特

别报告》事件,也对这一认知共同体的可信性造成了一定的挑战,淤导致 IPCC 陷入

信任危机。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的研究一直是 IPCC 气候变化报告的

重要基础。 2009 年 11 月,该大学气候研究中心遭黑客入侵,研究人员之间往来的

大量电子邮件和文件被公布在网上。 气候变暖怀疑论者通过这些资料揭发该中

心捏造或者隐匿数据,制造了所谓的“气候门冶事件。 这一事件对 IPCC 的声誉造

成极大的打击。 2011 年,IPCC 发布《可再生能源特别报告》 ,内容主要包括:全球

可再生能源在未来能满足全球能源需求;在开发潜能、技术条件和成本控制等方

面可再生能源均没有瓶颈,唯一的发展障碍就是缺乏政府的支持政策;可再生能

源的开发和利用是防止气候变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绿色和平组织呼吁中国政

府以更积极的政策决心、更完善的财税和市场激励手段与相应惩罚措施,推动可

再生能源的发展。于 《特别报告》的主要撰写人之一为绿色和平组织可再生能源项

目总监思文·特斯克( Sven Teske) ,并且因此引发争议。 英国《独立报》认为 I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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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没有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撇清关系,因此 IPCC 发表的是带有偏见的能源

报告。淤

第二,组织机构运转的效率如何。 IPCC 庞大的组织机构运转也往往受到批评。

在机构运行上,对于数千名科学家的组织与协调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2010 年 2 月,五

位气候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撰文要求 IPCC 加强科学家的选拔和管理。 他们提出

了一系列新的组织方案,从收紧对 IPCC 报告作者的选择标准,到建议将 IPCC 建成一

个小型常设机构,并且建议聘请全职员工、删除其报告形成过程中的政府监督部分以

避免政治干扰。于 2010 年,联合国回应了该批评,要求国际科学院理事会产生一个独

立的审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委员会报告认为,发现的错误已经反映了该机构运转的缓

慢和自身能力的不足,并建议 IPCC 完善其决策过程和组织管理的改革,包括建议加

强外部审查以增加 IPCC 管理的独立性等。盂

与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相比,第五次评估报告明显强化了专业精神。 不难发

现,这次报告在很多数据方面都展现出明显进步,尤其是使用了更多量化的科学数

据。榆 和以往相比,第五次报告使用的观测资料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可以更全面、多角度、多样化地描述科学事实。 就 2013 年 9 月发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

第一工作组的报告而言,强化了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结论。 这次评估报告在应对

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提出诸多具体建议,这无疑有利于国际气候政策的决策。虞 尽管

IPCC 已承认错误,但是在数千名科学家组成的团体中,其内聚力和专业精神上的保障

仍然是十分困难的。 除此之外,气候变化科学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政府提名专家的方

式、发展中国家科学家代表数量和学科分布合理性等问题也是 IPCC 广受诟病之处,

这些也会降低其在规范和政策变迁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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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摇 结论

随着 2020 年后国际气候机制的谈判不断深入,IPCC 的作用持续成为各谈判方关

注的焦点。 本文借鉴认知共同体理论对 IPCC 影响国际气候谈判的机制和作用进行

了系统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在国际气候政策创新与扩散上,IPCC 报告的合法性是产生国际气候谈判

的规范与原则的最高来源。 IPCC 报告的结论无疑是国家利益博弈的前提。 当然,由

于气候变化科学上的不确定性,IPCC 的报告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较强的政策导向。

这无疑是 IPCC 在政策创新上的一大缺陷,一定程度上损失了其政策创新的效力。

在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形成的过程中,IPCC 所倡导的观念具有基础性作用,有利于在

谈判的互动中促进国际政策变迁。 因此,IPCC 潜移默化地影响政策制定的作用也不

可小觑。 它的定期报告具有累积效应,不但成为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信息源,而且

具有极强的知识传播能力,保持了气候变化在国际政治中的议程设置上的较高

排序。

第二,在国际气候政策的选择与坚持上,IPCC 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体现在维持评

审中各国政府的参与和审核评估报告之中。 认知共同体获得政治权力,并且成为官

僚配置中的一部分,才能影响机制形成和实施的过程。 IPCC 是在牺牲部分科学性的

同时维持了其政治影响力。 反过来,IPCC 也是各国政府在气候谈判中对其谈判立场

进行辩护的有效工具。 对于国家行为体来说,控制知识与信息是权力的一个重要维

度,因此进入 IPCC 获得科学话语成为近年来各国角逐的焦点。 科学家的代表性问题

因而变得非常重要。 IPCC 通过联合环境非政府组织形成了影响全球环境政治的渠

道。 这种渠道的形成使全球的权力关系与全球化道德责任二者之间的矛盾更加突

出。 小岛屿国家在谈判中也经常利用这种渠道对其他谈判方施压,争取国际同情。

环境非政府组织与 IPCC 在国际责任维护上具有强烈共识。 对 IPCC 合法性的极力维

护体现了两者的休戚相关。 由此可以看出,IPCC 作为跨国科学组织间接对国际气候

谈判产生影响是潜在权力与引导力的结合。 相应地,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有赖

于科学知识所赋予的合法性。 因此环境非政府组织对于 IPCC 所犯错误的态度往往

更为宽容。

不难发现,以科学家和学者为核心的认知共同体对国际规范的塑造与传播尤为重

要。 其所拥有的共同认知与信条为国际气候变化政策的形成和制度调整提供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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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方面的依据。 作为环境认知共同体的 IPCC 凭借共同的原则理念、共同的因果

信念、共同的合法性理念以及共同的政策规划等方面的一致性,充分解释了除了国际

体系和国内压力影响国家行为之外,认知共同体也是影响国家气候决策行为的关键因

素之一。 罗伯特·基欧汉和亚历山大·澳韦登科(Alexander Ovodenko)认为 IPCC 组

建之后,充当了一个政府间科学研究机构的模范。 由于其在气候治理中提供的公共物

品及在全球气候变化机制内部的高度制度化,IPCC 整体上是成功的。 随着时间的推

移,IPCC 既是提供未来倡议活动的参考,也是建立全球科学政策机构实践与规范的

样板。淤

总之,正如国际组织可持续发展科学咨询调研委员会所言,IPCC 是联合国系统

科学咨询的一个标志性革新举措,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由于其研究依赖于同

行评议导致了对没有同行评议的研究成果存在歧视、研究活动总体布局中的失衡

(发展中国家科学家代表性低)。 IPCC 体现了科学咨询同政策制定相结合的力量与

困难。 尽管如此,IPCC 在联合国系统科学咨询中起到的作用仍是前所未有的。于

IPCC 作为气候变化政治的一个特殊行为体,只要做好自身的内聚力建设,特别是强

化科学专业精神和组织管理,再伴之以科学进步的飞速发展,必将有利于克服其共

识困境。 因此,IPCC 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作用仍然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强烈

期待。

(截稿:2014 年 6 月摇 实习编辑:冷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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